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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八九五年，日本帝國依法領有臺灣，以臺灣總督府為其最高統治機關，並採取許多統治措施，衛生政策與建設即為其中之一。一九○一年，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醫生免許規則〉，決定以考試來核定漢醫資格，並規定漢醫只准在當地開業，須受公醫之監督，且此後不再開放許可。然而，對於「藥種商」仍予以檢定考試。因此，隨著時間的流逝，既有的臺灣漢醫逐漸老死凋零，造成了漢醫人數逐年銳減的現象。臺灣總督府便是採用這種自然淘汰策略來消滅臺灣本土的漢醫。在此情形之下，漢醫、漢藥種商們為了保存傳統中國醫術、增加法定漢醫，遂於一九二○年代末葉發起「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

筆者主張，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無論對於理解東亞傳統醫學的復興、乃至於西方傳統醫學的肆應，或以漢醫為主體的研究，皆是一個適當的起點。尤其，該運動起於一九二○年代末葉，當時是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已然盛行的年代，在一片對抗殖民體制、又致力於反對傳統、追求近代化的呼聲中，漢醫又該如何自處？凡此總總，促使筆者著手進行此一課題的研究。
相關的研究回顧主題包括漢醫人物、疾病討論與防治、漢藥科學化、醫療法制、醫政關係、以及整體發展史，這些研究若非無提及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便是對該運動的敘述過少，或評價不免有以成敗論英雄之調，而忽略該運動的歷史意義。只不過，他們的研究主題或重心皆非在該運動本身，筆者自不能過於苛責與挑剔，而是藉此凸顯本研究的價值，以及對本研究的啟發與幫助。由此可見，學界對於本研究主題似乎略顯陌生，亦少有良好的實證研究出現。
本論文所使用的核心史料，有刊物《漢文皇漢醫界》、《臺灣皇漢醫界》、《臺灣皇漢醫報》、《東西醫藥報》。前兩者為主導「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之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所發行的機關報；後兩者為接手該運動的臺灣漢醫藥研究室所發行。這些都是與「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最為直接相關的史料。其次，必須輔以《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臺灣日日新報》等當時的新聞報導。再者，為了釐清運動的性質，參與運動者之個人背景與經歷是必須深究的。此部分得利於當今網際網路與電子文件資料的盛行、以及相關文史研究單位的建置，而有人物誌與職員錄的電子資料庫。此外，亦應適時使用臺灣總督府相關單位的文獻圖書或調查資料。
第二章  背景與淵源

第一節  漢醫在臺灣的發展與變遷
一般認為，傳統中國漢人醫療體系進入臺灣的時間，已無法確知。可以確定的是，臺灣漢人社會的醫療狀況，在醫理上，受到中國傳統醫學整體發展所影響，而有閩粵地區醫者治法和論述之風。清領時期的臺灣，官方並無針對民間醫者身分認定的規範政策，因而難以確知當時的醫者人數與品質。直至日治初期，根據臺灣總督府對於醫者人數的調查，得知當時的醫者共有1,070人。
臺灣原住民亦有其醫療體系，大致上可分為「超自然療法」與「自然療法」。在漢人和日人進入臺灣社會後，與原住民產生互動，其所帶來的醫理與用藥，便影響了原住民的傳統醫療行為。然而，無論是漢人的醫療或是日人的西方醫學，某種程度上皆存有統治者的征服心態，在與原住民接觸時，覬覦其天然或人力資源，視原住民的生活與習俗為迷信、野蠻行為，甚至將平地、文明地區的疾病傳播給原住民，然後以醫療介入，達到馴化的效果。
另一方面，由於臺灣具海島性氣候，加上地理環境的影響，是故來臺漢人、歐美人士、以及日人的文獻敘述或調查記錄大多認為臺灣的衛生環境惡劣，而有「瘴癘之地」的稱呼。
一八六○年代開港通商以來，西方勢力進入臺灣，基督教信仰也隨之而來，並以長老教會為大宗。當時，教會以醫療做為宣教的一大手段，醫療幾乎伴隨著傳教而來，遂使現代西方醫學進入臺灣社會。然而，由於東、西方的文化與習俗不同，部分漢人對於西方醫術有所恐懼、甚至誤解，因而演變造成許多反教事件。事實上，這背後即是不同文化脈絡、不同醫療體系所產生的文化衝突（cultural conflict）。
第二節  日本漢方醫學存續運動的過程

日本明治維新的三大方針為「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其中的「文明開化」，狹義而言，是指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的近代化與普及。而醫事衛生制度和組織的整備，皆與以上方針有關。因此，明治政府的醫事制度變革步驟有四，分別為：確定西方醫學為正統醫學、任用西醫掌管醫政機構、發展西方醫學教育、壓制與排擠漢醫。一八七四年八月，明治政府公布〈醫制〉；一八七六年一月，根據內務省達乙第五號，指示各府縣實施〈醫術開業試驗〉；往後，在一八八三年制定〈醫術開業試驗規則〉與〈醫師免許規則〉，繼而在一八八四年一月一日，實施〈醫師免許規則〉。這一連串的醫事法規，皆是在確立西方醫學成為國家醫療市場的正統地位。
近代日本漢方存續運動，可分為兩大時代，分別是明治時代與昭和時代。明治時代的漢方存續運動又可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理論鬥爭時期、比較治療時期、請願運動時期。理論鬥爭時期的焦點在於洋方七科（物理學、化學、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藥劑學、內科外科）。對此，以淺田宗伯為首的皇漢醫們發起了變更試驗科目、或於試驗科目導入漢方科目的行動。一八七八年七月，於東京設立腳氣診療病院。腳氣病為東洋的風土病，於民間廣泛地流傳。在腳氣診療病院中，設有漢方醫術的診療方式，亦有西洋醫術的診療方式，漢方主要有遠田澄庵、今村了庵，洋方主要有佐佐木東洋、小林恒，使兩方分別治療腳氣病的患者，以此判定優劣，史稱「漢洋腳氣相撲」，該事件乃比較治療時期之一大事。至於請願運動時期，第一代第三個時期的漢方存續運動以政治活動為主，主要手段即是請願。我們若以主導請願運動的團體來觀察的話，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是溫知社階段與帝國醫會階段；前者始於溫知社成立的一八七九年三月、終於溫知社解散的一八八七年一月，後者起於帝國醫會創立的一八九○年、終於主要領導者淺井國幹逝世而帝國醫會解散的一八九八年。一般也以此二團體的存廢起訖做為該時期之年代斷限。

第三節  臺日漢醫所面臨的共同困境
「一八九五年」對於臺灣與日本的漢醫有著特殊意義。前者於該年成為日本的領地，使漢醫一步步邁入消亡的困境當中；後者於日本境內長年來進行漢方存續運動，在該年徹底被否定，而宣告失敗。
日人領有臺灣後，致力於建構衛生管理與行政系統，以改善臺灣衛生環境。臺灣總督府在建設醫療、衛生制度的同時，也面臨原有的本土醫者。一九○一年七月，總督府公布府令第四十七號〈臺灣醫生免許規則〉。從〈臺灣醫生免許規則〉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醫生證書的發放與對醫生施予停業處分的權限皆掌握在地方長官手上，可知醫生實際上是受地方廳管轄，且由公醫直接監督。此外，行醫區域亦僅限於申請證書的地方廳轄區之內，醫生若要移居至其他區域管轄時，須歸還證書，亦即無法再從事醫療工作；一旦歇業，也將無法再次取得證書。再者，各地方縣廳可制定管理醫生的取締規則，以規範醫生相關業務。在〈臺灣醫生免許規則〉之下，一九○一年底，各州廳陸續公告漢醫的檢定考試辦法。據統計，當時報名考試的人共有2,126人。考試的結果：及格者有1,097人（錄取率51.59%），未經考試即頒予許可證者有650人，考試不及格但予以許可證者有156人，合計共有1,903人。
有論者認為，〈臺灣醫生免許規則〉的制訂與實施，即是透過權力宰制關係，刻意壓制傳統醫療、逐漸縮減漢醫數量、扶植「新醫學」（即西醫或現代醫學），使新醫學霸權得以形成，並確立臺灣漢醫成為從屬的、邊緣的地位，甚至使之滅絕。
在此政治環境之下，漢醫有其因應之道，而仍不斷地求生存與發展。除了參加上述的「醫生」檢定考試以外，尚有投入防疫工作、組織醫生會，甚至於一九二五年，高雄州鳳山街人黃金水創立「臺灣漢醫藥報社」，以顏𣞼為社長、黃金水為次席兼編輯、張坤水為專務、王兆雄為記者，並於一九二六年一月發行報刊《臺灣漢醫藥報》，目的在於深化漢醫藥研究，以資學術或臨床參考。
至於日本方面，到了昭和時期，掀起另一波漢方存續運動，筆者稱之為「第二代的漢方存續運動」。此時，有個人的提倡，亦有團體的成立與刊物的發行。昭和時期，漢醫界為了爭取漢方醫學的合法地位，曾先後發起數次請願運動。東洋醫道會乃是第二代漢方存續運動的一個支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日本一群漢醫藥界人士於東京京橋對鶴館舉行「醫道會發起人會」，與會者共有47名。會中，漢醫學家南拜山發表演說，他有感於明治以來當局對於漢醫的刻意貶低，醫界漸以西洋醫法為主，加上明治初期漢醫救亡運動的失敗，使得皇漢醫與針灸醫逐漸沒落，因而呼籲東、西兩醫的平等地位，主張復興東洋醫學。

第三章  始末及其分期
一九二○年代，身為殖民地的臺灣，從統治機構的角度來看，已進入文官總督時代（1919-1936）；就殖民地統治政策，也改為內地延長主義（即「同化主義」）；以臺灣人反抗運動的角度而言，則是非武裝抗日時期（1915-1937）。當時的臺灣人，尤其是新式知識分子和反殖民體制運動的參與者，經過大正民主期（1918-1932）的薰陶與日本近代教育的洗禮，已懂得運用近代化的遊戲規則向統治者爭取權益。儘管參與皇漢醫道復活運動者及其人際網絡大多是傳統社會式的，然而在這樣的時代發展脈絡之下，「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乃孕育而生。
第一節  萌芽期：成立支部與提出請願（1928.2-1930.3）

東洋醫道會的創立與招募會員的消息傳至臺灣，臺北漢醫與漢藥種商多數表示支持、贊同，並將於近日召集會議，討論是否獨立成為一會，或為其分會。一九二八年二月，臺北漢藥組合及其贊助員等臺灣漢醫藥界，決定組織團體、成為東洋醫道會的支部，為其代收會費。他們以臺灣漢藥業組合長陳茂通為核心人物，宣傳東洋醫道、積極進行事務，並以臺北市永樂町三之一四的乾元藥行為申請處，公開招募會員，會費為一年六圓，鼓勵在臺之醫藥業者與有志者加入，彼此連成一氣，共圖達到復興漢醫之目的。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以曾六瑞為編輯，發行雜誌《漢文皇漢醫界》第一卷第一號，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的言論機關於焉誕生。
此外，支部派遣陳培雲至各州郡宣揚宗旨，所到之處，多受各界諸君歡迎、款待，且成功吸取地方支持、創設分部。陳茂通一方面連絡島內醫藥業者、州市街庄協議員與其他有志者，向他們發送請願書用紙，鼓勵其署名；而該請願書將於年末收齊，預計隔年初寄至東京。贊同請願者，除了漢醫藥界的人士以外，從一般民眾到帝國官員，多有之，甚至也不乏有西醫背景的醫者。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東洋醫道會收到臺灣支部之請願書後，匯齊日本各地之全國請願書，以備一齊向帝國議會提出設立國立皇漢醫方研究所，並附上東洋醫道會宣言書、藥學博士朝比奈泰彥與東洋醫道會理事長南拜山之發會式演說筆記、湯本求眞所著的《皇漢醫學》全三卷、雜誌《皇漢醫界》與《漢文皇漢醫界》等書。同年二月七日，南拜山以東洋醫道會理事長的身分，代表該會（本部）和臺灣支部，將請願內容中之漢醫試驗法，向貴、眾兩院及樞密院議員報告，並請求贊同。該月十八日，眾議院分科會以臺灣漢方醫術開業試驗法制定之件為議題，在代議士神田正雄說明事由之後，隨即進入討論。議論之際，眾說紛紜、意見甚多，或提倡延期說、或提倡參考送付說、或提倡採擇說。最後的結果便是：決定採擇由東洋醫道會所提出的「國立皇漢醫學研究所設立請願案」，而由臺灣支部提出的「漢方醫術開業試驗法制定請願案」則是決定參考送付。
至於南拜山在請願後的活動，自六月初以來，他先後到靜岡、愛知、滋賀、京都、大阪、奈良、兵庫等各地，進行巡迴演講，為醫道復興和請願運動而持續努力。因此，關於渡臺一事，須等到南拜山結束巡迴演講、回到東京後，才有確切的日期。
在支部方面，為了宣傳該會宗旨以求各界支持，於十一月中，身為支部幹事的陳培雲代表支部在臺灣各地巡迴演講。另一方面，為了聯合全島漢醫藥界人士，以順利達成請願、恢復漢醫檢定制度的目標，便開始進行著召開全島醫藥總會的計畫。
第二節  鼎盛期：南拜山來臺與巡迴演講（1930.4-1930.8）

一九三○年四月十三日下午一時，南拜山所搭乘的大和丸，比起先前預計日期提早一天抵達臺灣，並於基隆靠岸；陳茂通以支部長的身分，偕同支部會員等數十人，迎接南拜山與松尾淵龍的到來。南拜山來到臺灣後，隔天（4月14日）一早起，接連數天，分別拜訪了石塚總督、石井警務局長、幣原大學總長、杉本文教局長、堀內醫學校長、倉岡臺北醫院長、片山臺北州知事等重要人士，詳陳皇漢醫學之優點、必要復興理由，並強調漢藥的實用價值。其次，在蓬萊閣以酒宴招待北新聞雜誌執筆作文者十數名，並向他們闡明皇漢醫學研究要目。另外，他亦與工商實業團體合作，舉辦演講、宣傳理念。
一九三○年五月四日，「全島醫藥大會」（亦稱為「東洋醫道全島大會」）終於展開。是日，按照預定時間上午九時開始，地點在臺北市日新町蓬萊閣，與會者共有六百多名，包括督、府、州、市等高官與各界名士有一百餘名，以及會員與一般參與者有五百餘人，包括辜顯榮、黃純青、黃欣等上流士紳。
同月二十八日起，南拜山展開全臺巡迴演講。在全臺巡迴講演中，原本只計畫西部地區，而東北部等其他地方則是後來追加。因此，可分為所謂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如下表所示：

	日期
	地點

	5/28～5/29
	桃園

	5/29～5/31
	新竹

	6/1～6/3
	臺中

	6/4～6/5
	嘉義

	6/7～6/9
	臺南

	6/10～6/12
	屏東

	6/13～6/14
	高雄

	6/19～6/21
	竹山

	6/22～6/23
	斗六

	6/25～6/26
	彰化

	6/27
	鹿港

	7/2
	臺中

	7/4
	清水

	7/20～7/21
	宜蘭

	7/22～7/24
	羅東

	7月下旬
	礁溪

	8/4
	中和

	8/9～8/10
	基隆


第三節  頓挫期：請願的再挫敗與運動的膠著（1930.8-1933.1）

南拜山一行人在結束全臺巡迴演講後，隨即拜會支部顧問辜顯榮與其他重要官紳，向其報告全島巡迴演講的狀況，並協商代表委員的委任與提出請願書的方式。
另一方面，為了實踐在各地演講期間所議定的計畫，遂於同年（1930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半，在臺北市江山樓召開「地方分部長會議」，或稱「臺灣支部第一回代表者會議」，由各地分部長參加，尚未有分部長的地區，則推派代表參加。其中，第一點議案決定：請願書照預定由該會顧問辜顯榮等人偕同南拜山、陳茂通，於二十五日上呈總督。事實上，在南拜山巡迴演講的這段期間，直至一九三○年八月下旬，請願書已達16,592人次，共裝訂成八十四冊，各地數量如下表所示：

	臺北州
	新竹州
	臺中州
	臺南州
	高雄州
	臺東廳
	花蓮港廳
	澎湖廳

	5,800
	3,793
	3,514
	2,653
	714
	12
	58
	48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時，按「地方分部長會議」所議定之事項，南拜山和陳茂通一同前往鐵道旅館，另有總督府評議員辜顯榮、黃欣、李崇禮、簡朗山、許丙、以及臺北州協議會員陳天來等人先後到達；而後，於上午九時半，眾人相率前往總督府辦公室，面謁時為臺灣總督的石塚英藏（任期為1929年7月30日至1931年1月16日），並將請願書運送至東門官邸，向總督提出請願，說明漢醫藥復興的必要。會中，先由辜顯榮呈上請願內容，並略述漢醫有利於民眾之詞，再依序由黃欣、李崇禮、簡朗山、陳天來等人發言，其他人士亦有所陳述。這場請願會，石塚總督不僅親自與會、熱心傾聽，並主動詢問是否有試驗方法的參考案，還表示曾聽聞著名漢醫黃玉階的事蹟、知悉漢醫藥的效驗卓著，因此，會「加以考慮」，再做答覆。該會議直至十時多結束，歷時約一小時。
九月五日下午六時，臺灣支部與漢醫藥界人士在江山樓為南拜山舉行送別會；八日下午五時二十分，南拜山由臺北車站出發至基隆港；隔日（9日）上午十時，搭乘吉野丸歸回東京，結束這趟臺灣之行。綜觀南拜山在臺期間，極力鼓吹東洋醫道，無論於民間宣傳演講，或在官廳陳情請願，也曾調查各地的醫藥狀況，亦使皇漢醫道復活運動達到最高潮。
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王添灯撰成一篇退社啟事，聲明辭去《臺灣皇漢醫界》的和文編務，而原本的職務，將改由其弟王進益接任。
運動發展至此，於內部、外部上，開始出現問題，而使運動陷入膠著，甚至衰退。在內部方面，如前所述，南拜山歸日、請願懸案未決、以及王添灯退社。而在外部方面，則是指經濟恐慌、滿洲事變、以及官督更迭頻繁。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經濟即開始走向不景氣，因而有「不景氣的一九二○年代」之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發生滿州事變（或稱「九一八事變」），日中軍事衝突不斷，關係漸次惡化，日本在國際上的聲譽和地位亦出現裂痕。至於官督更迭頻繁一事，臺灣進入「文官總督時代」（1919-1936年）後，除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任期自1919年10月29日至1923年9月2日）與最後一任文官總督中川健藏（任期自1932年5月26日至1936年9月2日）之任期超過三年以外，其餘皆不足兩年。如此頻繁更換總督官員，或多或少會影響對政治的穩定。
在這股低潮當中，尚有新血加入，且頗有大志，即是臺北的蘇錦全與竹東的彭汝澍（臺灣支部竹東地方委員）。於是，蘇錦全與彭汝澍二人便於臺北、新竹地區宣揚皇漢醫道，此行受到各地人士的歡迎與協助。另一方面，東京東洋醫道會本部仍致力於臺灣醫生試驗制度的建立與實施。南拜山即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特訪拓務大臣秦豐助，懇談相關問題。
第四節  沉寂期：轉向推廣漢醫教育與研究（1933.2-1937.12）

一九三三年二月，臺灣支部在其例會中，突然決議中止支部會務，當月亦無出刊雜誌，儼然形同解散。究其原因，至少有二：一是請願運動之失敗；二是費損大量運動資金，而經濟支絀。多數會員對於中止支部會務之事亦大表震驚。曾在臺灣支部主導皇漢醫道復活運動之後期表現活躍的蘇錦全得知此消息後，不忍多年之努力功虧一簣，遂與陳茂通商討，因而決定承辦此業，續接漢醫復興運動，以「臺灣漢醫藥研究室」的名義發行雜誌，並改題為《臺灣皇漢醫報》。
蘇錦全承接會務之後，運動路線與先前有所不同。在行動上：一來是不再主動於臺灣發起請願運動，而是被動期待與附和日本醫界的消息結果；二來是加強對外的連接與交流，尤其是中國醫界，後期亦有至日本進行考察與研究。在論述上，最大改變即是增加機關報在醫理研究的篇幅內容。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臺北漢醫藥界舉行「臺灣藥學講習會」，實到學員有35名，其學歷背景大多為公學校畢業，另有臺中商業、臺北商工等中等學校畢業，年齡介於18至38歲之間，其中不乏有漢醫子弟，如李開章之子李馨芳即為學員之一。蘇錦全為該講習會的師資之一，負責講述「漢藥學」。
繼「臺灣藥學講習會」後，蘇錦全為了加強臺灣的漢醫藥研究，擬設「漢醫藥研究所」於臺灣漢醫藥研究室，即臺北市永樂町二丁目九十四番地，時間預定自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五日開始進行研究工作，為期六個月。「漢藥研究生」的資格，不分男女，但須年滿16歲，品行端正，學歷具公學校畢業以上，且計畫將來參加漢藥種商或賣藥製造者之試驗，甚至欲前往中國的漢醫專門學校就讀者。研究內容有漢藥物之成分效能、炮製剪切、禁忌配合、氣味性質等，以及傷寒、金匱、婦科、幼科、雜病等各方之解剖組織、效能主治，此外，還包括漢藥丹膏丸散之製造實習、郊外採集生藥草。費用方面，每月5圓，全期六個月為30圓。修業結束後，頒發證書。若欲進一步前往中國漢醫學校就讀者，可由該室介紹入學，並自第二年級或第三年級開始。往後，蘇氏仍不斷鼓勵與介紹島內有志之士前往中國的漢醫學校就讀。在這段期間以來，蘇錦全已成功引薦數名臺籍子弟入中國上海的醫學校就讀，且包括西醫學校。
蘇錦全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刊物更生滿二週年慶之際，公告徵稿漢醫制度復活諸問題之文章，以供當局參考而促其早速採決復活之制度。其次，為加強漢醫知識的獲取與流通，並鼓勵醫藥研究，特於同年三月起，設立「漢西醫藥流通圖書館」。對此，也鼓勵讀者將「家藏之舊廢不要醫藥書籍，不拘西說、漢說及新舊，不問日文、漢文或外文，且不論手抄、石版、木版、活版等」，均可郵寄至蘇錦全的研究室，以鑑定其價值如何，再贈與同價值的購書券；該購書券可用來購買研究室所出版或發售的醫書、講義、雜誌等書。
此外，自一九三五年四月起，將機關報正式更名為「東西醫藥報」。自改刊後，蘇錦全於醫理研究與宣傳上，著力甚深。蘇氏認為，欲復興漢醫試驗制度，必先獲得針灸治療的合法權。於是，為了研究針灸，多次前往日本研修。
事實上，就當時代的政治局勢而言，自一九三○年代起，日本國內在有心人士的操作之下，逐漸瀰漫著軍國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氣息。一九三五年的「國體明徵運動」、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件」，軍部的角色自不待言，且儼然已成脫韁野馬。而臺灣乃是日本南進政策與大陸政策的中樞基地，深具軍事重要性。於是，預備役海軍大將小林躋造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日就任臺灣總督一職，使總督的身分背景又從文官轉回武官，開啟了後期武官總督時代（1936-1945）。一九三七年四月，臺灣總督府下令禁用漢文。同年七月七日，發生蘆溝橋事變，日中戰爭爆發，時為日本內閣的近衛文麿於同年九月發表「國民精神總動員計畫實施要綱」。做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亦隨著殖民母國而進入戰爭體制，並展開一系列的皇民化運動，其內容不外乎是強化日本色彩與消弭中國因素。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自一九三八年起，雜誌已無出刊，等於是宣告蘇錦全所主導的臺灣漢醫藥研究室形同為虛設，「日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也就此結束。
第四章  社會基礎與運作情形

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的社會基礎與運作情形，筆者分三個部份來探討，依序為：參與者的背景分析、社團的結構與組織型態、經費來源與所得。

第一節  參與者的背景分析
在參與者的背景方面，筆者擬以「領導階層」和部分「社團會員」做為分析的對象。部分「社團會員」意指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連續兩年半以上有盡到會規義務之會員、以及臺灣漢醫藥研究室贊助員。此種做法乃因兩者留有完整名單，且對於社團具有代表性。所謂「領導階層」，即該運動中的活躍者與主導運動的社團幹部。事實上，我們可以將兩者劃上等號。也就是說，皇漢醫道復活運動的活躍者即為先後主導運動的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與臺灣漢醫藥研究室之幹部成員。
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的役員包括支部長1名、相談役8名、幹事11名、顧問15名、分部長11名、地方委員35名、取次人1名、編輯3名，共85人次，扣除同人身兼數職之重複者（張金柱、黃銘鐘、張棹），實際則有82名。臺灣漢醫藥研究室的役員包括代表兼編輯主任1名、顧問9名、役員39名、外務記者1名、取次員3名，共53名。領導階層前後共有135人次，扣除重複者，實際則有120名。在這120名領導者中，我們以相關資料爬梳其身分背景，並整理出以下訊息。
就世代別而言，43人有生年資料（另有1人僅知卒年，故不論）：以西元紀年來看，一八五○年代出生者，有1人；一八六○年代出生者，有3人；一八七○年代出生者，有16人；一八八○年代出生者，有7人；一八九○年代出生者，有8人；一九○○年代出生者，有7人；一九一○年代出生者，有1人。可見運動領導人物以一八七○年代出生者為最多。以日本年號來看，嘉永年出生者，有1人；無人於安政年與萬延年出生；文久年出生者，有1人；元治年出生者，有1人；慶應年出生者，有1人；明治年出生者，有39人。顯示運動領導人物大多以明治年出生者為大宗。其中，最年長者為楊吉臣，其次是許廷光，最年輕者為黃登高，其次是林旺全；若以一九三○年為基準，當時此四人年齡分別為：楊吉臣79歲、許廷光70歲、黃登高21歲、林旺全22歲。
就地域別而言，119人當中，以州廳時期的五州三廳行政區域為基準：於臺北州者，有70人；於新竹州者，有9人；於臺中州者，有20人；於臺南州者，有13人；於高雄州者，有9人；於澎湖廳者，有1人；花蓮港廳與臺東廳，則無人。其中，李茶康本籍新竹州，後遷至臺北市；辜顯榮本籍彰化郡，後遷至臺北市；陳坐本籍澎湖廳，後遷至高雄市。由此可知：臺北州者占大多數。
就學歷別而言，33人當中：高等教育畢業者，有10人次，其中醫學相關的學校畢業者，有2人；中等教育畢業者，有9人次；初等教育畢業者，有13人次；傳統私塾教育或漢學出身者，有21人次。
就經歷別而言，103人當中：具醫藥背景者，高達73人次，其中以藥種商為最多，亦有數名漢醫參與；投身實業界者，有40人次；於公職單位服務者，有32人次；教育相關人員，有9人次。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的領導階層者，大抵是明治世代出生者（尤以1870年代為多）、臺北州人、曾習傳統漢學且具醫藥背景、又多於實業界有所經營。
除了前揭領導階層的成員以外，「社團會員」意指主導運動的社團會員和贊助員，即所有曾經參與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或臺灣漢醫藥研究室的人。只不過，就現存史料而言，並未見所謂會員名冊，以致於無法得知所有會員。筆者發現，連續兩年半以上有盡到會規義務之臺灣支部會員，共有256人；昭和八年（1933年度）臺灣漢醫藥研究室之贊助員，共有182人。社團會員前後共有438人次，扣除重複者138名，實際則有300名。在這300名社團會員中，我們以相關資料爬梳其身分背景，並整理出以下訊息。
就世代別而言，31人有生年資料：以西元紀年來看，一八七○年代出生者，有4人；一八八○年代出生者，有7人；一八九○年代出生者，有14人；一九○○年代出生者，有6人。可見社團會員以一九○○年代出生者為多。以日本年號來看，31人皆於明治年出生。其中，最年長者為葉鍊金，最年輕者為王若翰；若以一九三○年為基準，當時此二人年齡分別為：葉鍊金58歲、王若翰23歲。
就地域別而言，300人當中，以州廳時期的五州三廳行政區域為基準：於臺北州者，有85人；於新竹州者，有42人；於臺中州者，有61人；於臺南州者，有84人；於高雄州者，有22人；於澎湖廳者，有4人；於花蓮港廳者，有4人；於臺東廳者，有2人。其中，李求本籍澎湖廳，後遷至高雄市；陳有福本籍臺中州，後遷至臺北市；陳坐本籍澎湖廳，後遷至高雄市；盧額本籍澎湖廳，後遷至臺北市。由此可知：臺北州與臺南州的人數皆超過80人，兩者總和超過全體會員人數的一半；臺中州者為第三多。這個分布結果的原因，我們如果單從距離運動發源地的遠近來解釋，恐怕不太適切。相對的，該地區是否自清代以來即有開發，也就是漢人數量多寡，應是一個很好的觀察指標。
就學歷別而言，20人當中：高等教育畢業者，有2人次；中等教育畢業者，有7人次；初等教育畢業者，有5人次；傳統私塾教育或漢學出身者，有13人次。
就經歷別而言，120人當中：具醫藥背景者，高達82人次，其中以藥種商為最多，亦有數名漢醫參與；投身實業界者，有39人次；於公職單位服務者，有29人次；教育相關人員，有8人次。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的社團會員，大抵是明治世代出生者、多集中於臺北州與臺南州、曾習傳統漢學且具醫藥背景、又於實業界有所經營。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連續兩年半以上盡到會規義務的臺灣支部會員與臺灣漢醫藥研究室的贊助員頗多重複，足見在陳茂通中止會務、由蘇錦全接續後，各地會員相當樂見會務繼續運作，因而呈現會員身分的轉換狀況良好，流失情形並不嚴重。
此外，在整個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中，亦不乏有熱心人士參與會務，以自身行動來支持這場運動，而擁有三種以上的身分，他們分別是：王若翰、王楫、李金燦、周全、林仲昆、林萬乞、洪團飛、胡初棠、胡坤、紀俊修、連木、陳火螢、陳坐、陳芝、陳首、傅朝桂、黃仁根、黃欣、黃養、楊接枝、葉鍊金、劉井、蔡婆、謝金元、顏頭、魏杰、蘇星煌、蘇穀保。
第二節  社團的結構與組織型態
以先後主導「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的兩大團體──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與臺灣漢醫藥研究室為對象，探討團體的組織架構與運作情形。
臺灣支部的組織架構圖，如下所示：

[image: image1.emf] 

臺灣皇漢醫界社  

編輯係  

發送係   會計係   庶務係    

支部長  

相談役  

分部長  

地方委員  

幹事  

取 次 人  

顧問  


支部在創立之初，即有支部長、相談役、幹事與編輯，隨後新增分部長一職。地方委員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份新增。顧問一職，則是於全島大會時所推舉而成，人數多達15位，且皆為當時的有力者，具有一定的聲望與地位；只不過這群顧問，若就文獻記載所見，真正出面協助的人並未過半，僅有辜顯榮、陳天來、黃純青、簡朗山、李崇禮、黃欣。一九三○年十一月，新增取次人一職，主要是針對高雄地區。此外，由於發行刊物之故，因此有另立「臺灣皇漢醫界社」，下轄編輯係、發送係、會計係、庶務係；編輯係尚分有和文與漢文，王添灯即為和文編輯。至於會員方面，分有四種等級：第一是正會員，係指漢醫、漢醫術或學理研究者；第二是贊助員，係指「贊成本會之主旨」者；第三是特別會員，為贊助百元以上資金者；第四是名譽會員，為對該會「有顯著之功勞或熱心于斯道者」。
除了支部以外，各地方先後有分部的成立。分別是：新竹分部（1928年10月6日）、桃園分部（1930年5月29日）、臺中分部（1930年6月1日）、嘉義分部（1930年6月上旬）、斗六分部（1930年6月下旬）、清水分部（1930年7月4日）、宜蘭分部（1930年7月21日）、羅東分部（1930年7月24日）、海山分部（成立時間不詳）。
一九三三年二月，蘇錦全承辦會務，續接漢醫復活運動，以「臺灣漢醫藥研究室」的名義發行雜誌，並改題為《臺灣皇漢醫報》。其章程表示，「本室以研究漢醫藥學及發行醫報講義並絕秘版漢醫藥籍為主要宗旨」，並強調「暫為個人事業」。
至於，臺灣漢醫藥研究室的組織架構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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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立之初，即有代表、顧問與役員，後於一九三三年四月新增外務記者與取次員二職，又於一九三四年二月新增編輯主任一職，而編輯主任則由蘇錦全兼任。關於取次所一職，乃是為了擴大報刊讀者人數，加深一般民眾對漢醫藥的認識與信任，以便早日促進皇漢醫的復興，將招募有酬取次所之職。取次所，即研究室的地方外交員，或稱代辦人。
第三節  經費來源與所得方面

政治、社會、文化運動與運動資金有密切的關係，資金問題幾乎是支配一切的關鍵。細觀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的經費收入來源主要有三：一是會費與報刊費、二是廣告刊登費用、三是各方人士捐獻；其可見所得依序分別為：1,666圓50錢、7,858圓50錢、264圓，總數達近萬圓。
第五章  指導原則與論述主軸

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既有相關人物的支持和參與、亦有主導運動的社團與附和團體、更有物質錢財的投入。運動領導者們運用人際網絡的連結、文字媒體的平面宣傳、巡迴各地的口頭演講、以政治參與的方式向政府提出請願。他們的訴求與目的等論述，自成一套體系，以支撐整個運動的進行。也就是說，這些論述具有合理化運動的功能與作用，並形成一套指導原則。先後主導運動的兩大團體──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臺灣漢醫藥研究室，各有發行機關刊物，誠然，這些刊物所登載的文章是多元且大量的，但仍可略分為兩大方向：漢醫藥秘方與療法、以及漢醫復興的看法與建議；此外，亦有許多關於漢醫定位與前景的討論，因而使我們可以得知運動者的基本想法與訴求、以及論述的主要軸線。

第一節  關心東亞醫界，定位運動走向
自西醫東漸以來，東亞傳統醫界面臨挑戰，尤其是中國自五四運動後，出現規模甚大的中西醫學論戰。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雖與日本有密切的連結，但亦相當重視中國醫界的消息，因而不時在其機關刊物有相關的報導。最為關注的，應是「國醫館」的成立。此外，也有對於研究或教育單位的消息介紹。例如：上海國醫講習所、東方醫藥研究社、浙江中醫專門學校。另一方面，同屬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其境內漢醫的命運，卻與臺灣有著天壤之別，遂吸引支部關注。
至於，該如何進行復興島內的漢醫，自是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若純就「運動」的角度而言，以王添灯的論述為集大成。
一九三一年四月，身為《臺灣皇漢醫界》編務的王添灯，展現了他對運動策略與方式的思考。他自述，加入支部、參與運動以來，便時常思考如何使運動更有組織、系統，且合理、合法。他認為，運動的基礎是廣大的民眾，唯有獲得民眾的支持與加入，始可支撐起這場運動。而運動的領導團體，當屬東洋醫道會東京本部，臺灣支部為前線的實際運作，且應集合所有的民眾與會員，召開「全島聯合會」。只不過，有了運動的領導團體與一般會員大眾，這樣的組織恐怕還不夠縝密，而容易導致領導階層與大眾之間的疏離，甚至造成會員的流失。於是，王添灯進一步闡述，必須聯合各地方藥業組合，成立「全島藥業組合聯合會」，聯合各地方醫生會的漢醫們，成立「全島醫生聯合會」；此外，尚須在全臺各地建設漢方醫院與設置漢方醫藥講習會。以上，各地方的子團體，再藉由宣傳與演講會，分別吸收會員，將各地民眾連結起來。王添灯既然強調宣傳與演講會的，本身即為機關報編務，亦刊登過數篇文章，對於機關報論述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由於當時的漢藥比西藥便宜許多，因此，上述王添灯所言的各地「漢方醫院」，應可實現他曾指出的「無產者病院」之呼籲。同年七月，王添灯撰寫一篇名為〈寄望於醫療界諸君〉，以做為《臺灣皇漢醫界》第三十四號的卷頭辭，該文甚至加上「醫療要無產化」、「要確立真的仁術」兩個副標題。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完全是站在下層人民生活的立場去思考醫療問題。王添灯之所以有此主張，應與他具有左翼的傾向有關；而他與左翼分子的交識，起初多半是透過其弟王進益的人際網絡。由此看來，王添灯對於運動進行的方式與策略，不僅是層層相連、環環相扣，並滲入左翼思想。

第二節  追溯漢醫源流，自詡優異地位
論者認為，從歷史發展而言，漢醫是相當具有傳統且歷久不衰的。除了對「中國」醫學發展的介紹以外，亦有以「日本」為主體的醫學發展史。事實上，運動機關刊物會有這樣的論述取向，並不奇特。此因正符合「皇漢」二字的意識型態。
既然漢醫有如此長久的歷史發展，然而，在這以西方醫學為主導的時代，漢醫應如何自處？許多人紛紛提出做為漢醫所應有的目的、德行與標準。除了要求醫者以外，相對的，病家對於醫者的態度，亦會影響病況的進展。因此，論者進一步針對病家撰文。
以上述的淵源悠久與德行操守為前提，論者進一步辯證漢醫學理的優勢所在，欲使普羅大眾或政府官員能深刻理解，以期達成重新實施漢醫檢驗制度、復活皇漢醫道的終極目標。因此，他們大多自實際案例分析，比較漢西醫之別，得出漢醫優於西醫、或漢醫不可滅的結論。除了從醫理的角度論證以外，論者亦從學術發展、民生經濟或國防外交等多方面因素，以說明漢醫有其存在的價值。事實上，在主張復興漢醫的論述過程中，有很大的程度即是「東西醫學論爭」。針對來自各方批判或質疑漢醫學的聲浪，護衛漢醫的人士撰文回應。
第三節  針砭傳統舊說，改造漢醫現況
透過相關法令的制定，以保障漢醫學術發展、穩定漢醫人數，這固然是該運動的最大目標。然而，法令只是一種運作機制，重要的是，雖然漢醫有其歷史傳統，值得肯定與讚賞，但同時也有遭人詬病與質疑之處，有待加以檢討與改善。在主張復興漢醫的論述中，多有論者指出漢醫的缺失，同時也伴隨著改革的建言。包括藏私而不將自身醫療秘傳公諸於世、同業的惡性競爭、未精熟醫理而程度淺薄，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當時漢醫界的狀況。面對自身的腐朽和各方的質疑時，漢醫界該如何自處與因應？許多人對此提出見解。論者批判漢醫界、提出各方面的改革建言，甚至主張東西醫融合，無非是為了使「皇漢醫道復活」，並成為所謂的「新漢醫」。
第四節  研討醫藥理論，傳播養生知識
就漢醫藥學理與知識範疇之文章而言，由於運動前半期與後半期存在明顯差異，因此，我們可以此做為分隔線，以介紹其內涵與特色。
陳茂通主政時期的刊物文章篇數雖多，但主題零散而多元，並無明顯特重於某一部份。凡舉養身、男科、女科或婦科、兒科、內科、眼、齒、傷科、經脈、針灸、漢藥研究等議題，可謂各科各方皆有所涉及，且有主題式的連載文章。至蘇錦全主政起，開始有計劃地著力於醫理研究，蘇氏所創刊的《臺灣皇漢醫報》內容分為「八欄」，且比例偏重於漢醫藥學知識。他以《臺灣皇漢醫報》和《東西醫藥報》做為論述場域，運用近代傳播方式，將傳統的、原本私密自藏的醫藥知識與經驗公開分享、討論，以達成漢醫學普及化的目的。
第六章  結論

通過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的實證研究，筆者認為運動的特質是：低度政治意涵、高度文化意涵，且為舊酒加味後換新瓶。所謂低度政治意涵，誠然運動領導者是以請願的方式，圖漢醫試驗制度的恢復，但前後的請願僅有兩次，況且該運動的主題是醫療政策，若比當時其他政治、社會運動的方式與議題，則其政治意涵較低。所謂高度文化意涵，由於運動機關發行刊物，大肆宣傳運動的目標與醫界消息，亦且將醫理、醫藥或醫案公開發表與討論，尤其在蘇錦全主政後，又著重在教育方面。所謂舊酒加味後換新瓶，我們可以看到，具有傳統意識形態的漢醫藥界人士，在面臨近代文化、思想與制度的來臨時，也不得不使用近代的產物來重新包裝自己，刊物的發行即是顯例，從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這群人多半主張改革漢醫、並融合東西醫，而少有堅持漢醫本位、甚至廢除西醫之說。
至於運動產生的因素，以臺灣本身的脈絡而言，日治時期西醫、漢醫與藥種商的人數變化是長期因素之一，一九二○年是西醫人數超過漢醫人數的開始，該年藥種商人數也達到最高峰，往後，藥種商人數保持在3,000人上下，但西醫與漢醫的差距則逐漸拉大。我們或許可以說，起初漢醫與藥種商並無感，數年後，方才驚覺情勢惡化，遂有復活漢醫的具體作為。而一九二○年代的政治、社會、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則是短期因素，使藥種商等人運用類似的行動和方法來爭取漢醫的合法化；加之經濟恐慌，漢藥較便宜，有利於民生，而漢醫是運用漢藥的最佳人選，讓運動者得以建立一套論述體系來合理化該運動。
綜上所述，本文針對日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做一實證研究，在日治時期臺灣醫學史研究、乃至於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中，究竟有何貢獻或地位？筆者不揣淺陋，試抒發拙見。第一，參與運動的這群人在社會上是相對邊緣的，對於統治者而言，他們並非社會上的主流人物，尤其是非領導階層者，故而少見於人物誌、職員錄等文獻上；此外，過去研究者往往關注當時較為大型的政治、社會運動，如議會請願運動、農民運動，或主導這些運動的團體，如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臺灣農民組合、臺灣共產黨，但對於較為小型的社會或文化運動，則相對忽略。但筆者認為，若能利用現存史料，朝著相對邊緣的歷史事件與人物做研究，才能描繪出更為完整的歷史圖像。第二，不同於現今以殖民醫學或現代醫學為主流的研究，筆者是從漢醫的角度，探索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醫療與現代醫療交會、轉換的過程中，傳統醫者的因應之道，以及醫療與政治、社會的互動情形。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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